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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武陵山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对耕地种植和撂荒等土地利用活动影响深刻。基于武陵山区的酉阳、

武隆和沿河 3 个区县 551 份实地调查问卷数据,运用 Tobit 分析法和 Logistic 分析法,分析农户兼业程度对耕地撂

荒的影响,并进一步按农户生计类型和非农收入占比将农户分为 4种类型,探讨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撂荒特点及其影

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兼业农户占到了总农户的 75.14%;(2)山区耕地撂荒现象严重,各类

农户中撂荒户占比均在 40%以上,其中Ⅰ兼户最高,Ⅱ兼户次之;(3)农户兼业会加剧耕地尤其是旱地的撂荒,农户兼

业程度越高,耕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农户兼业对水田撂荒的影响不显著;(4)兼业带来的非农收入的增加对农

户的耕地撂荒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兼业类型农户非农收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不同,随着农户兼业程

度的增加,耕地撂荒扩展的速度越快;(5)兼业也改变了其他因素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使得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撂

荒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来引导农户合理利用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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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在鼓励农民工进城等政策、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等的

刺激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兼业成为我国农村家庭规避风险、实现收入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农户兼业逐渐成为了我

国农村的一种普遍现象[1]。据全国农村经济社会典型调查数据和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1993～2012年我国纯农户比重从

49.9%持续减少到 40.6%,减少了 9.3%;纯非农户的比重从 4.86%持续增长到 12.06%,增长了 7.2%;以农业为主兼营非农业户和以非

农业为主兼营农业户的比重大体稳定,两者之和维持在 44%左右[2]。 

农户作为广大农村投资、生产与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微观行为主体,是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决策单元[3]。兼业农户生产经营模

式和消费需求的转变直接影响其土地利用行为决策,对耕地利用形态有着强烈的影响[4,5],耕地撂荒就是其中之一[6,7]。一些学者认

为随着农户兼业的不断深化,部分兼业农户或直接专门从事非农生产活动
[8]
,降低农业生产投入,增加耕地撂荒的可能性

[9～13]
;而

有学者认为适度兼业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但兼业过度(家庭非农劳动力比例超过 0.48)将会产生相反的效果[14]。但是,山

区农户的兼业程度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究竟如何,目前相应的研究不足。此外,不同兼业类型农户,撂荒情况也存在差异[15]。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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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耕地撂荒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有助于引导农户合理进行土地利用。不仅如此,目前关于农户兼业对耕地

撂荒的影响研究多将耕地当作一个整体,较少分析农户兼业对水田撂荒和旱地撂荒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分析农户兼业对耕地撂

荒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户兼业对水田撂荒和旱地撂荒的影响,并重点讨论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耕地撂荒差异。 

我国耕地撂荒现象分布广泛,案例调查显示绝大部分耕地撂荒发生在山地丘陵地区[16]。作为我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

一,武陵山区地方社会经济水平较低,平原少、山地多,人均农地资源稀缺,耕作条件艰苦,大量青壮年选择到外地从事非农活动。

外出务工的无序性与不稳定性,导致农户离土困难,兼业现象普遍[17]。本文选取位于武陵山区的重庆市酉阳县、武隆区和贵州省

沿河县作为研究区域的典型区县进行农户问卷调查,分析山区农户兼业程度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以及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耕地撂

荒差异,为缓解山区耕地撂荒现象、实现山区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1 研究区概况 

武陵山区(106°56′E～111°49′E,27°10′N～31°28′N)位于云贵高原的东部延伸地带,是我国三大地形阶梯中第一级

阶梯向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带。总面积 17.18 万 km2,平均海拔高度在 1000m 左右。酉阳县、武隆区和沿河县分别位于武陵山区的

重庆和贵州部分,均属于“大山区”,是武陵山区中生态脆弱性等级较高的区县。地区劳动力大量析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耕地

撂荒严重。因此,选取以上 3 个区县作为本研究的典型区县进行农户调查,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各典型区县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

示。 

 

图 1典型区县位置图 

表 1典型区县基本情况(2016年) 

区县 
面积 

(km2) 

海拔 

(m) 

常住人口 

(104人) 

地区 GDP 

(亿元) 

人均 GDP 

(万元) 

城镇化率 

(%) 

粮食播种面积 

(hm2) 

酉阳 5173 263～1895 55.16 129.48 2.34 28.36 89800 

武隆 2901 160～2033 34.6 145.61 4.21 41.13 49956 

沿河 2468 225～1462 45.3 92.81 2.05 25.87 5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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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和方法 

2.1数据来源 

2018 年 5 月底至 7 月初,课题组前往研究区进行农户问卷调查。样本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在选定的 3 个典型区

县中根据人均收入、地形以及离县中心的远近选择 3个乡镇,然后在每个乡镇中分别选择两个村,共计 18个典型村进行农户调查。

最终,选取酉阳县后坪乡的王家村、后兴村,万木乡的月亮村、木坪村,丁市镇的中坝村、厂坝村;武隆区浩口乡的浩口村、何家

村,黄莺乡的群力村、黄莺村,火炉镇的向前村、岩峰村;沿河县官舟镇的黄龙村、曾家沟村,黑水乡的建权村、大山村,淇滩镇的

皂渡村、新型村作为本研究的典型调研村。 

问卷调查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法[18]。首先,每个村通过访问村长、书记填写村级调查表,对研究区耕地撂荒、劳动力外

出务工情况、农民种植结构、种植习惯等耕地利用情况和特色产业等有了初步了解。在此基础上对本村农户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调查对象以户主为主,其他家庭成员补充相关信息,每户调查用时约 2～3h。最终共获得 563 份有效问卷,其中酉阳 180 份,武隆

180份,沿河 203份。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1)农户家庭基本情况;(2)农户耕地资源状况;(3)农户家庭收支状况。 

2.2农户类型划分 

按非农化程度的高低以及农户生计类型的差异,参考国内相关农户类型划分的研究成果[4,19～21],将农户兼业类型划分为 4 种:

纯农户、农业兼业户(Ⅰ兼户)、非农业兼业户(Ⅱ兼户)和非农户。首先根据农户生计活动中有无农业活动分为农业户和非农户,

然后按照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将农业户进行细分,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小于或等于 5%的农户为纯农户,非农收入

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大于 5%且小于或等于 50%的农户为Ⅰ兼户,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大于 50%的农户为Ⅱ兼户。 

2.3研究方法 

本文分两步研究农户兼业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第一步,分析兼业程度对总体农户耕地撂荒率、水田撂荒面积和旱地撂荒面积

的影响;第二步,分析不同兼业类型农户撂荒行为的影响差异。 

耕地撂荒一般是指农民因某种主观原因不愿耕种或者因旱涝灾害,致使耕地撂荒一季或一季以上的现象[22]。耕地撂荒率是指

农户撂荒地面积占农户承包地总面积的比例,由于耕地撂荒率是介于 0～1 之间的连续变量,用 Logistic 回归可能会带来估计参

数是有偏差的
[23]

,因此,本文选用 Tobit 模型来分析农户兼业对耕地撂荒率的影响,该模型适用于因变量为受限连续变量的情况,

其基本形式如下: 

 

式中:y 为实际观测值;y*为潜变量;Ai、Bi、Ci、Di为自变量向量;β、γ、δ、η 为回归系数向量;ε 为随机变量。其中,自

变量从家庭状况(Ai)、收入状况(Bi)、耕地资源禀赋(Ci)、环境状况(Di)等方面进行选择。具体指标设置如表 2所示。 

二元 Logistic回归分析适用于因变量为两分变量的回归分析,是分析微观个体意愿、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理想模型[24]。

本文研究的农户撂荒行为有两种,撂荒和无撂荒,即农户撂荒与否是一个二分变量,因此,本文运用二分类 Logistic模型探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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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撂荒的原因。因变量为“耕地是否撂荒”,把农户“撂荒”行为定义为 y=1,“无撂荒”行为定义为 y=0,p 为“撂荒”概

率,1-p为“无撂荒”概率,则: 

 

式中:Z=B0+B1X1+B2X2+,…,+BtXt(t为自变量的数目,B0和 Bt为自变量 X的常数和系数,e为自然数。则 

 

自变量的设置和 Tobit模型一样。 

表 2自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类型 自变量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家庭状况 

家庭总人口 2017年家庭实际人口数(人) 4.90 1.98 

家庭劳动力数量 从事农业活动或非农业活动人数(人) 2.93 1.25 

劳动力平均年龄 从事农业活动或非农业活动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岁) 45.33 10.56 

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 未接受教育=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专及以上=5 2.39 0.70 

劳动力平均健康状况 优=1,良=2,中=3,差=4 1.76 0.65 

外出务工人数 外出从事非农业活动人数(人) 1.68 1.22 

家庭兼业程度 

纯农户=1,Ⅰ兼户=2, 

2.71 0.84 

Ⅱ兼户=3,非农户=4 

收入状况 

家庭总收入 家庭所有成员全部收入的总和(万元) 6.74 7.51 

种植业收入 家庭全年种植业收入总和(万元) 0.16 0.83 

非农收入 家庭全年非农业活动收入总和(万元) 5.50 7.14 

耕地资源禀赋 

承包地面积 家庭所拥有的承包地面积(hm
2
) 0.38 0.41 

是否有耕地转出 家庭是否有耕地转出给他人(是=1,否=0) 0.47 0.50 

耕地离家距离 地块平均离家距离(km)1 1.90 3.18 

耕地质量 地块平均等级(一等=1,二等=2,三等=3,四等=4,等外=5)2 2.28 0.69 

地块规模 单个地块平均面积(hm2/块) 0.05 0.05 

环境状况 住宅离最近集市的距离 农户住宅离最近集市的距离(km) 7.17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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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地块平均离家距离等于各地块面积与各地块离家距离乘积的总和除以地块面积的总和;②地块平均等级等于各地块面

积与各地块等级乘积的总和除以地块面积的总和． 

本文利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和 Pearson 相关系数来检验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在进行检验之前,先对农户数据

进行分类统计筛选,在剔除存在异常值和空值的农户后,选择出与本主题相关的 551 户农户。其中纯农户 87 户,Ⅰ兼户 37 户,Ⅱ

兼户 377户,非农户 50户。然后分别对总体农户和 4种类型农户样本进行共线性检验。在总体农户样本中,方差膨胀因子最大为

4.63,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为 0.6420(家庭总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纯农户样本中,方差膨胀因子最大为 2.49,变量之

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为 0.6019(家庭总人口和劳动力数量);Ⅰ兼户样本中,方差膨胀因子最大为 5.01,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绝对值最大为 0.6555(家庭总收入和外出务工人数);Ⅱ兼户样本中,方差膨胀因子最大为 3.37,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

为 0.7645(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外出务工人数);在非农户样本中,方差膨胀因子最大为 9.76,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为

0.7467(家庭总收入和外出务工人数)。以上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10,相关系数均小于 0.8,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

线性问题,可以构建回归模型。 

3 结果分析 

3.1描述性统计 

3.1.1农户的基本特征 

(1)农户的兼业特征 

在模型选取的 551户农户中,兼业户占到了总体农户的 75.14%,其中Ⅰ兼户 37户,Ⅱ兼户 377户,分别占总体农户的 6.72%、

68.42%。剩余 137 户农户中,纯农户 87 户,非农户 50 户,分别占总体农户的 15.79%和 9.07%。可见,兼业已经成为广大农户经济

活动中的最主要特征。 

(2)农户的劳动力特征 

如表 3所示,总体农户的户均劳动力数量为 2.93人,户均外出务工人数为 1.68人,外出务工人数占户均劳动力数量的比重为

57.33%,说明总体而言非农活动在农户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力平均年龄为 45.33岁,统计发现 50岁以上劳动力人数占比为

35.81%,60 岁以上劳动力占比为 20.38%,说明研究区农户劳动力老龄化情况较为严重。观察表 4 可以发现,总体农户劳动力文化

水平以小学和初中为主,高中学历及以上的劳动力占比仅为 14.37%,说明研究区农户劳动力文化水平整体不高。 

从纯农户到Ⅱ兼户,随着兼业程度的加深,户均人口和户均劳动力数量均呈增加趋势,而劳动力平均年龄则呈现递减趋势,说

明家庭人口和劳动力数量越多,劳动力越年轻,农户越倾向于兼业。参考外出务工人数可以看出,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多的农户能够

提供的剩余劳动力越多,为农户进行非农兼业提供了便利,这与陈晓红[25]的研究结论相同。劳动力平均年龄越低意味着劳动力的

质量相对更高,有更多的精力和活力参与到非农工作中。由于非农户只从事非农业活动,所以在户均人口和户均劳动力数量上没

有延续增加趋势。就劳动力的配置而言,从Ⅰ兼户到非农户随着兼业程度的加深,外出务工人数和非农工作时间均呈增加趋势,说

明兼业程度越高的农户其重心越倾向于非农活动。另外从表 4劳动力的文化结构来看,从纯农户到非农户未接受教育的劳动力比

例分别为 32.93%、23.66%、16.92%和 9.65%,呈减少趋势,而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比例则随着兼业程度的增加而提高。接受

教育是农户提升自身素质和竞争力的关键途径之一,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户更有能力、也更倾向于从事非农经济活动[26],而文

化程度较低的农户进行兼业的几率较小[27]。 

表 3农户劳动力特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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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类型 户均人口(人) 户均劳动力数量(人) 劳动力平均年龄(岁) 外出务工人数(人) 非农工作时间(月) 

纯农户 3.34 1.87 54.53 - - 

Ⅰ兼户 4.22 2.51 47.53 1.08 6.60 

Ⅱ兼户 5.39 3.26 42.31 2.05 9.53 

非农户 4.40 2.28 40.54 2.06 9.88 

总农户 4.90 2.93 45.33 1.68 9.34 

 

表 4农户劳动力文化结构表 

农户类型 未接受教育(%)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纯农户 32.93 42.07 21.34 1.83 1.22 

Ⅰ兼户 23.66 33.33 32.26 9.68 1.08 

Ⅱ兼户 16.92 34.66 32.30 10.58 5.53 

非农户 9.65 37.72 37.72 11.40 3.51 

总农户 18.65 35.63 31.35 9.73 4.64 

 

(3)农户的收入特征 

表 5 显示,总体农户的户均家庭总收入为 6.74万元,户均非农收入为 5.50 万元,占家庭总收入的占比为 81.60%,而户均农业

收入仅为 0.48万元,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 7.12%。这说明非农收入已经成为农户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从纯农户到非农户,其户均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为 1∶3.44∶5.75∶5.8,兼业对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的贡献十分显著。从收入结

构来看,纯农户严重依赖于农业收入和补助收入,分别占到了总收入的 43.4%和 41.77%,补助的有限性和农业比较收益的低下以及

农产品市场的不稳定导致其经济基础薄弱。Ⅰ兼户的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分别占到了总收入的 31.17%和 31.36%,但是务工的无

序性使其依然相当重视土地的经济收益。Ⅱ兼户的非农收入占到了总收入的 88.11%,农业收入只占其总收入的 5.31%,且其户均

总收入和户均非农收入与非农户相差无几,这使得土地对其而言更多是一种保障。而非农户的非农收入占到了总收入的 90.04%,

基本不存在农业活动,其土地主要用于转出或撂荒。 

表 5农户收入特征表 

农户类型 户均家庭总收入(万元) 户均非农收入(万元) 户均农业收入(万元) 补助收入(万元) 其他收入(万元) 

纯农户 1.37 - 0.59 0.57 0.20 

Ⅰ兼户 4.71 1.47 1.48 0.80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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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兼户 7.88 6.94 0.42 0.38 0.13 

非农户 7.94 7.15 - 0.40 0.39 

总农户 6.74 5.50 0.48 0.44 0.32 

 

3.1.2农户的耕地撂荒特征 

(1)农户耕地撂荒的总体特点 

野外实地调查发现,研究区撂荒现象普遍存在。统计显示,551 户农户的总承包地面积为 207.05hm2,其中撂荒地总面积为

44.59hm2,撂荒率达到 21.54%。有 241户农户存在耕地撂荒行为,占样本农户的 43.74%,撂荒地块共计 632块,户均撂荒 0.19hm2。 

在撂荒地类型方面,研究区旱地撂荒面积大于水田撂荒面积,旱地撂荒户数多于水田撂荒户数。旱地撂荒户数为 223户,占撂

荒农户的 92.53%,撂荒旱地 534块,撂荒面积 37.01hm2,占撂荒地总面积的 83.00%,户均撂荒旱地 0.17hm2。而水田撂荒户为 77户,

占撂荒农户的 31.95%,撂荒水田 98块,撂荒面积 7.58hm2,占撂荒地总面积的 17.00%,户均撂荒水田面积为 0.1hm2。 

(2)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撂荒的总体特点 

如表 6所示,不同兼业类型的农户耕地撂荒存在显著差异。在撂荒户数比重方面,Ⅰ兼户最高为 54.05%,Ⅱ兼户次之为 43.77%,

非农户最少为 40%,研究区耕地撂荒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户均撂荒面积来看,Ⅱ兼户最多为 0.19hm2,非农户最少为

0.16hm2。从纯农户到Ⅱ兼户,随着其兼业程度的增加户均撂荒面积也呈递增趋势,说明农户兼业可能会加剧山区的耕地撂荒情况。

而从Ⅱ兼户到非农户没有延续这一趋势可能是因为虽然非农户不再参与农业活动,但是由于非农户有较为稳定的非农就业,具有

较强的耕地转出意愿、较长的流转周期和更低的流转租金,具有转入意愿的农户更愿意转入这种稳定性较强的土地,而兼业户想

兼顾农业和非农活动,在转出意愿、转出期限和租出租金方面都没有优势,愿意接手的农户较少。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耕地流转

行为也证实了这种推论,统计发现,92%的非农户有耕地转出行为,而Ⅰ兼户和Ⅱ兼户仅有 51.35%和 44.83%的农户存在耕地转出行

为,远远低于非农户的转出比例。另外,从撂荒原因来看,农户撂荒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短缺和耕地距离远,对非农户而言没有人

愿意转入耕地也是农户撂荒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 6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撂荒特征 

农户类型 撂荒户数 比重(%) 户均撂荒面积(hm2) 撂荒原因 

纯农户 36 41.38 0.17 劳动力短缺、距离远 

Ⅰ兼农户 20 54.05 0.18 劳动力短缺、距离远 

Ⅱ兼农户 165 43.77 0.19 劳动力短缺、距离远、土地质量差 

非农户 20 40.00 0.16 劳动力短缺、没有人愿意转入土地 

 

(3)不同兼业类型农户撂荒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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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田撂荒户比重和旱地撂荒户比重方面,从纯农户到非农户均呈现旱地撂荒户比重大于水田撂荒户比重的现象(表 7),说

明农户更倾向于撂荒旱地。这主要是由于,研究区位于武陵山区,旱地面积要大于水田面积,此外,从整体上来看,水田的土地质

量、区位条件和地形都要优于旱地,在劳动力不足时,农户会首先撂荒质量较差的旱地。 

另外,从纯农户到非农户,随着兼业程度的增加,水田撂荒农户比重和水田户均撂荒面积均呈现递减的现象,而旱地户均撂荒

面积则随着兼业程度的增加呈现递增的现象。这是因为随着兼业程度的增加,农户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越来越低,会优先种植质量

较好的水田而将质量较差的耕地转出或者撂荒。此外,农户为了保证家庭的口粮也会优先考虑种植水田。 

纯农户之所以户均水田撂荒面积大于户均旱地撂荒面积,且户均水田撂荒面积在各类农户中最大。一方面是因为纯农户的劳

动力平均年龄远大于其他农户,老龄化的影响对纯农户作用更大,对他们而言耕种水田的难度要大于种植旱地;另一方面当地水

利设施的缺乏导致部分水田灌溉困难,农户不想花费太多精力,选择将其田改旱或转出甚至撂荒。 

表 7不同兼业类型农户水田和旱地撂荒情况 

农户类型 

水田撂荒 旱地撂荒 

户数 农户比重(%) 户均面积(hm2) 户数 农户比重(%) 户均面积(hm2) 

纯农户 17 19.54 0.14 27 31.03 0.13 

Ⅰ兼农户 7 18.92 0.11 18 48.65 0.16 

Ⅱ兼农户 50 13.26 0.09 161 42.71 0.17 

非农户 3 6.00 0.04 17 34.00 0.18 

 

3.2农户兼业程度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分析 

T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表 8),家庭总人口、家庭劳动力数量对耕地撂荒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外出务工人数对耕地撂荒率

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家庭劳动力越多,耕地撂荒率越低,劳动力数量是影响农户耕地撂荒的重要因素,这一结果与表 6 农户撂

荒原因中的劳动力短缺相符合。劳动力平均年龄对耕地撂荒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年龄越大,耕地撂荒率越高,说明农业劳

动力的老龄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耕地的撂荒。劳动力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对耕地撂荒率影响不显著,主要是因为研究区仍然采

用传统的小农生产模式,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要求较低,并且研究区农户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基本相近。家庭兼业程度对

耕地撂荒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兼业程度越高,耕地撂荒率越高,撂荒越严重。这是因为兼业程度越高的农户,其家庭重心越

倾向于非农活动,在家庭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会优先将优质的劳动力投入到非农活动之中,而投入到农业活动中的劳动力越来越

少,所以会导致耕地撂荒加剧。非农收入对耕地撂荒率也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农户非农收入越高,农户参与务农的机会成

本越大,基于比较收益的原则,非农收入越高的农户更倾向于放弃务农而选择非农工作,因此其耕地撂荒的可能性更大。非农收入

的高低可以从侧面反映一个家庭的兼业程度,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农户兼业的确会加剧耕地的撂荒,兼业程度越高,耕地撂荒越严

重。承包地面积、耕地质量和耕地离家距离对耕地撂荒率均为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在承包地面积大且家庭劳动力短缺的情况

下会选择将质量差和离家距离远的耕地撂荒。而是否有耕地转出对耕地撂荒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说明耕地流转可以降低农户耕

地撂荒的可能性。离最近集市的距离对耕地撂荒率呈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离集市越远农户越可能撂荒。 

表 8模型参数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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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Tobit模型 Logistic模型 

耕地撂荒率 水田撂荒面积 旱地撂荒面积 纯农户 Ⅰ兼户 Ⅱ兼户 非农户 

家庭总 回归系数 -0.024* -0.243 0.059 0.317 -0.708* -0.041 -0.448 

人口 标准误差 0.013 0.126 0.180 0.305 0.217 0.088 0.198 

家庭劳 回归系数 -0.053* -0.284 -0.470 -0.007 -0.475* -0.323* -1.595** 

动力数量 标准误差 0.023 0.350 0.404 0.411 0.355 0.127 0.164 

劳动力 回归系数 0.003* 0.031 0.042 0.014 0.194 0.050*** -0.063 

平均年龄 标准误差 0.003 0.021 0.032 0.038 0.145 0.018 0.084 

劳动力 回归系数 -0.160 -0.005 -0.749 -0.359 -0.392 -0.110 -1.078 

文化程度 标准误差 0.034 0.279 0.454 0.342 0.097 0.196 0.299 

劳动力 回归系数 0.050 0.2218 0.490 -0.001 0.519 -0.101 2.852 

健康状况 标准误差 0.032 0.308 0.506 0.370 0.694 0.364 2.696 

外出务工 回归系数 0.105*** 0.618** 1.074** — 0.915** 1.519** 0.767 

人数 标准误差 0.038 0.396 0.522 — 0.135 0.363 1.873 

家庭兼业 回归系数 0.046*** -0.092 0.130*** — — — — 

程度 标准误差 0.033 0.056 0.461 — — — — 

家庭总 回归系数 0.202 0.074 0.168 -0.145 0.334 -0.192 0.128 

收入 标准误差 0.156 0.091 0.203 0.142 0.151 0.181 0.854 

种植业 回归系数 -0.219 -0.088** -0.120** -1.241** -1.194** 0.626 — 

收入 标准误差 0.346 0.041 0.813 0.618 0.417 5.967 — 

非农收入 

回归系数 0.237* -0.017 0.353** — 0.410** 0.614** 0.797** 

标准误差 0.168 0.011 0.219 — 0.005 0.988 0.320 

承包地 回归系数 0.006* 0.211** 0.686*** 0.096 0.465** 0.064* 0.237* 

面积 标准误差 0.004 0.088 0.206 0.073 0.364 0.050 0.164 

是否有耕 回归系数 -0.165
***
 -0.524

***
 -0.856

**
 0.547 -0.552

**
 -0.645

**
 -6.671

***
 

地转出 标准误差 0.043 0.563 0.614 1.003 0.039 0.139 0.003 

耕地质量 

回归系数 0.092*** 0.253 1.001** 0.026** -0.072 0.021*** -0.002 

标准误差 0.033 0.281 0.445 0.016 0.108 0.007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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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离家 回归系数 0.043** 0.070 0.468*** 0.570* 3.007* 0.760*** 0.580** 

距离 标准误差 0.019 0.061 0.177 0.544 3.187 0.247 0.508 

地块规模 

回归系数 0.022 1.139 0.413 -0.207 0.419 0.224 0.358 

标准误差 0.039 0.704 0.688 0.630 0.470 0.292 1.506 

离最近集市的距离 

回归系数 0.011*** 0.004 0.176 0.057 -0.367** 0.073*** 0.120 

标准误差 0.004 0.039 0.054 0.052 0.299 0.030 0.083 

常数项 

回归系数 -0.563** -3.453* -5.892*** -4.085 -2.320 -4.469*** -0.358 

标准误差 0.232 1.894 3.516 0.058 0.679 0.018 4.007 

 

外出务工人数对水田撂荒面积和旱地撂荒面积均为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旱地的影响程度更大,进一步说明了劳动力短缺是影

响农户撂荒的重要因素。农户兼业程度和家庭非农收入均对旱地撂荒面积为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兼业会显著加剧旱地的撂荒,

而这两个指标对水田撂荒面积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研究区水田面积较少,农户之间差异不明显,但其系数为负,说明兼业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水田的撂荒,这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相同。种植业收入对水田和旱地撂荒面积为显著负向影响,种植业收

入越高它们撂荒的可能性越低,且对旱地撂荒面积的影响更大,这是由于种植业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旱地作物,水田种植的水稻主

要是作为家庭口粮,很少拿来出售。耕地质量和耕地离家距离对旱地撂荒面积呈显著正向影响,对水田撂荒面积影响不显著;是否

有耕地转出对旱地和水田撂荒面积呈显著负向影响,且对旱地的影响大于水田;此外承包地面积对水田和旱地撂荒面积均为显著

正向影响,且对旱地的影响大于水田,这是因为在研究区水田的土地质量、区位条件和地形都要优于旱地,在承包地面积过大而家

庭劳动力不足时,农户会优先把离家距离远和土地质量差的旱地流转出去或者撂荒。 

3.3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 Logistic模型结果可知,影响纯农户撂荒的因素主要是种植业收入占比、耕地质量和耕地离家距离,可以看出纯农户主要

是基于耕地的种植收益和耕种成本考虑而将离家距离远、质量差的耕地撂荒;影响Ⅰ兼户撂荒的因素有总人口、家庭劳动力数量、

外出务工人数、种植业收入、非农收入、承包地面积、是否有耕地转出、耕地离家距离以及离最近集市的距离,可以发现Ⅰ兼户

是在家庭劳动力一定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务工收入和种植业收入,选择将未能流转出去的耕地和离家距离远的耕地撂荒;影响Ⅱ

兼户撂荒的因素有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年龄、外出务工人数、非农收入、承包地面积、是否有耕地转出、耕地质量、耕地离家

距离和离最近集市的距离,Ⅱ兼户主要考虑农户务农的机会成本,除保留部分质量好、离家近的口粮田以外,将其他未能流转出去

的耕地撂荒;影响非农户撂荒的因素有家庭劳动力数量、非农收入、承包地面积、是否有耕地转出和耕地离家距离,可知非农户

尽可能利用家庭劳动力从事非农活动,选择将未能流转出去的耕地全部撂荒。总体来看,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耕地撂荒决策主要

基于家庭的生计类型和生计策略,以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为目标来配置家庭劳动力,从而决定撂荒耕地的规模、位置和类型。 

观察表 8中从家庭总人口变量到外出务工人数变量的模型结果可以发现,家庭劳动力状况会影响Ⅰ兼户和Ⅱ兼户对耕地撂荒

的选择,而对纯农户和非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对兼业户耕地撂荒的影响主要通过劳动力数量产

生作用,这与 Tobit模型结果相符合。 

在收入指标方面,非农收入对Ⅰ兼户、Ⅱ兼户和非农户的耕地撂荒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兼业程度的增加,影响程度越

大,这一结论也与 Tobit模型结果相符合。这是因为农户家庭的非农收入越高,农户参与务农的机会成本越大,基于比较收益的原

则,兼业程度越高的农户更倾向于放弃务农而选择非农工作,其耕地撂荒的可能性更大。而种植业收入仅对农业收入占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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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农户和Ⅰ兼户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纯农户影响程度更大。这是由于相对于纯农户来说,除了农业收入外,Ⅰ兼户还有与

之相当的非农收入,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较纯农户更轻,因此对种植业收入的变化不如纯农户敏感。 

是否有耕地转出对Ⅰ兼户、Ⅱ兼户和非农户的耕地撂荒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耕地流转确实可以减缓农户的耕地撂荒,

这与 Tobit模型结果相同。耕地离家距离对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撂荒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承包地面积对纯农户外的兼业农户耕

地撂荒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而耕地质量主要影响纯农户和Ⅱ兼户的耕地撂荒,说明耕地离家距离、承包地面积和耕地质量也是影

响农户耕地撂荒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个结论与 Tobit模型结果相符合。离最近集市的距离对Ⅰ兼户和Ⅱ兼户均有显著影响,其中

对Ⅰ兼户为负向影响,对Ⅱ兼户为正向影响,这是由于对Ⅰ兼户而言,距离集市越远耕地对其的经济意义更大,因此倾向于保留耕

地,而对Ⅱ兼户来说主要收入来源是非农收入,离集市越远Ⅱ兼户将花费更多的精力从事非农活动,耕地撂荒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4.1结论 

本文基于武陵山区的酉阳、武隆和沿河 3个区县 551份农户问卷数据,运用 Tobit分析方法和 Logistic分析法,分析山区农

户兼业程度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以及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耕地撂荒差异,得到以下结论: 

(1)研究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兼业农户占到了总农户的 75.14%,其中,Ⅰ兼户占 6.72%,Ⅱ兼户占 68.42%,兼业已经成为广大

农户经济活动中的主要部分。 

(2)山区农户耕地撂荒现象严重,各地农户中撂荒户占比均在 40%以上,其中Ⅰ兼户最高,Ⅱ兼户次之。 

(3)农户兼业会加剧耕地尤其是旱地的撂荒,农户兼业程度越高,耕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农户兼业对水田撂荒的影响不

显著。 

(4)兼业带来的非农收入的增加对农户的耕地撂荒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兼业类型农户非农收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程度不同,随着农户兼业程度的增加,耕地撂荒扩展的速度越快。 

(5)兼业也改变了其他因素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使得同一因素对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不同。总体来看,农户主要

是基于家庭的生计类型和生计策略,以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为目标来决定撂荒耕地的规模、位置和类型。 

4.2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缓解山区耕地撂荒的政策建议: 

(1)农户兼业对耕地撂荒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可以通过培育山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促进兼业农户土地的转出。政府应

该加强政策宣传,在农村开展土地经营权流转,采取互换、出租等形式,或者将撂荒地流转给有能力耕种的其他农户经营,提倡发

展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和村镇农业企业等,引导闲置和荒芜的土地向它们集中,实现耕地集约化经营。 

(2)在各类农户中家庭劳动力不足是导致撂荒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应该推广免耕法等现代新型的耕作制度,提倡使用先进

的小型农业机械,尽量减轻农民的劳动力强度,弥补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现状,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对于质

量差和离家距离远的耕地,可以通过土地整治、修建田间道路等途径来完善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降低其耕作成本。推广种植花

椒、果树等经济作物,提高农户的种植业收入,从而缓解耕地尤其是旱地的撂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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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不同兼业类型的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因此,应针对不同的农户类型,采取差别化的措施来缓解山区

的耕地撂荒。耕地对纯农户和Ⅰ兼户经济意义重大,应加强对这两类农户的培训力度,提高其农业技术能力。政府可以推广种植

适宜的经济作物,通过宣传来增加农户农产品的销售渠道,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及增加种子、化肥、农药等方面的农业

补贴。Ⅱ兼户和非农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非农活动上,耕种能力有限,应当引导其将无力耕种的土地流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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